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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类型学以及更普遍的语言学，在 19 世纪的洪堡特和甲柏连孜等学者那里就已经

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认为每种语言都表现出独特的世界观，研究和比较这些世界观至

关重要。这一传统依然存在，只是由于结构主义的兴起，多年来遭到了搁置乃至诋毁，因为

结构主义试图脱离语言和社会文化环境来研究语言结构。本文回顾了早期学者的认识，指出

他们与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和互动语言学等前沿理论的相似之处，这些观点因受结构主义

影响而不得不被重新发现。我们主张通过追根溯源、鉴古知今的办法来使语言类型学（以及

更广泛的语言学）更加现代、科学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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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有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对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即语言类型学，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但事实上在比他早 150 多年前的欧

洲，就由浪漫主义运动学者开始了，特别是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的追随者。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普鲁士学者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他研究了 75 种不同的语言，目标是了解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世

界的认知构建（Weltansicht），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语言使用者所表现出的认知范畴，因为

每种语言都反映了一套独特的认知范畴。 

在洪堡特之前，多数比较都只限于词汇，但洪堡特主张更全面的记录，包括在收集大量

自然语料的基础上编写完整的语法，因为只有在对个别语言进行完整记录，才能对它们进行

比较。他认为，每种语言都表现出独特的世界观，语言学的目标应该是了解这些世界观，以

及不同文化在这方面的差异。由于他认为只有在连续语篇中才能发现认知范畴，所以他认为

语言记录和类型学密切相关。 

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1785-1863；威廉·格林，1786-1859）受到赫尔德的影响，

开始对德语使用者的世界观感兴趣，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民间诗歌和故事，对其进行严肃的比

较，《格林童话》（1812-1858，由 Kinder und Haus Märchen 出版）就是这一实践的一个产物。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后期，出现了乔格·冯·德·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和弗朗茨·博阿斯（Franz Boas）；在 20 世纪初，又出现了博阿斯的学生爱德华·萨

丕尔（Edward Sapir），1以及萨丕尔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李方

桂、玛丽·哈斯（Mary Haas）、斯坦利·纽曼（Stanley Newman）、乔治·特拉格（George 

Trager）、查尔斯·沃格林（Charles Voegelin）和莫里斯·斯瓦德斯（Morris Swadesh），以及

他们的学生，如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和詹姆斯·A.·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

等等，一直到今天。这一传统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提倡过并由格林兄弟实践过的语料收集方

                                                        
*原文：LaPolla, Randy J. 2020 Forward to the past: Modernizing linguistic typology by returning to its 

roots.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1:147-167. 
1 博阿斯和萨丕尔也受到了赫尔德和洪堡特的直接影响（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海曼-斯坦塔尔

（Heymann Steinthal，1823-1899）在洪堡特去世后汇编的部分作品）。萨丕尔 1905 年的硕士论文讨论的是

赫尔德的《语言的起源》（Ursrung der Sprache）。 



法，以此作为理解说话者的世界观的数据来源。2但由于某些政治、哲学思潮的流行，尤其

是结构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方法不仅多年来被大多数人忽视，而且在萨丕尔和沃尔夫于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去世后受到不公诋毁。3 

60 年代中期，格林伯格主张结构主义的语言比较法（如 Greenberg 1963），重新激起了

人们对语言类型学的兴趣，尽管这种方法只关注脱离语境的结构模式。 

我在本文中想论证的是，我们应该重新捡起对不同语言使用者所使用的语言结构背后的

认知范畴的兴趣，以理解使用者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不仅会关系到我们如何做类型学，

也会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语言的本质。正如 Tobin（2006：171）所认为的，“一种理论持有

什么样的语言定义，就创造了什么样的研究对象。”为了论证这一点，我将回顾浪漫主义传

统对语言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如何在当前最前沿的语言学思想中得到回应。我认为，我们

应该像过去那样理解语言以及分析语言，这样才能使语言类型学（以及更广泛的语言学，因

为类型学是所有语言学的基础）更加现代、更加实证以及更加具有解释力。 

 

1. 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 

 

洪堡特是普鲁士的男爵，做过一段时间的外交官，同时也是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和杰出

的语言学家。作为教育家，他创办了柏林大学，并在普鲁士的各个年级实行标准化教育。作

为一名政治哲学家，他撰写过一篇捍卫自由的文章，后来影响到约翰·S.·米尔（John S. Mill）

的《论自由》一书。但洪堡特后来放弃了政府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了语言学研究。他在出

版的作品中提到了 75 种不同的语言，但最著名的对巴斯克语和卡维语（旧爪哇语）的研究。 

洪堡特对语言、认知的理解与 19 世纪初普遍持有的传统观点不同，但与 21 世纪语言学

“认知转向”和“实证转向”之后的新发现非常一致。在洪堡特之前，人们大多遵循 Aristotle

（1962）的观点，即概念对所有人类来说都一样，只不过在不同语言中关联着不同的词。但

洪堡特并不这样认为： 

“......语言作为一种手段，主要不是表现了已经认识到的真理，而是为了发现过

去未知的真理。语言的多样性不是体现在声音和符号上，而是体现在世界观上”。

（Humboldt 1903-1936，IV：27
4
） 

“词……并不像一个物质实体那样传递某种现成的东西，也并非包孕着一个已定形

的、封闭的概念，而是要起刺激的作用，促使听者独立自主地构成概念。……”（Humboldt 

1836[1988]：151；洪堡特 1999：201
5
）  

“……一些不同语言的词可以表示相同的概念，但它们绝不会是真正的同义词。” 

（Humboldt 1836[1988]：166-7；洪堡特 1999：224） 

洪堡特非常清楚，当一个人学习与自己的母语结构非常不同的第二语言时发生了什么：

自己母语的思维习惯被用来说另一种语言，结果会产生与另一种语言的母语者非常不同的模

式（比较 LaPolla 2009）。 

与后来的结构主义者不同，洪堡特并不认为交流是交换符号：6 

                                                        
2 例如，李方桂（1951[2013]）讨论了为何需要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以及为何需要根据语言自身的

特点来理解其表现出的认知范畴，而不是将一种语言的范畴应用于另一种语言。 
3 许多教科书中提到（常常是否定的态度）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并不

是由萨丕尔或沃尔夫创造的；它是支持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学者，特别是埃里克·伦尼伯格（Eric 

Lenneberg），为了诋毁萨丕尔和沃尔夫，而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扭曲之后树立的一个靶子（如 Brown & 

Lenneberg 1954）。那些跟风否定“决定论”或“强势版本的理论”的人，其实是在追随伦尼伯格，实际上

可能没有读过萨丕尔或沃尔夫。 
4 原文引用的并非德文，而是 Trabant（2016：135）的英译。——译者注 
5 这是中译本的引文出处（添加了相应的参考文献），个别地方可能有所修改，下同。——译者注 
6 可与 LaPolla（2015）的观点比较：他认为交流是基于溯因推测，而非编码和解码。 



“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依靠符号表达事物，也不是因为他们相互制

约，准确、完整地产生出同样的概念，而是因为他们互相都在对方的身上触动了感性表

象和内在概念活动的链锁上的同一个环节，击中了各自的精神乐器的同一个音符。所以，

各人形成的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相对应的概念。……在称谓一个最普通的事物如

一匹马的时候，人们指的是同一种动物，但每个人都把独特的想象塞进了马的名称，……”

（Humboldt 1836[1988]: 151-2；洪堡特 1999：201-202） 

另外与结构主义者不同但与现代互动语言学（如 Hopper 2011、2012）很像的是，洪堡

特认为语言本质在于互动：“言语之所以可能，是由一问一答决定的。”（Humboldt 1997：132）。

他理解语言的动态性质，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而非事物，是一种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现象，他

对后来结构主义所持的脱离语境的“积木式”方法提出批评（很有先见之明），认为语言整

体必须在连续语篇中被观照： 

“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即使

将语言记录成文字，也只能使它不完善地、木乃伊式地保存下，而这种文字作品以后仍

需要人们重新具体化为生动的言语。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

（Energeia）……也只能把这种讲话行为的总和视为语言。因为，在我们习惯于称之为

语言的那一大堆散乱的词语和规则之中，现实存在的只有那种通过每一次讲话而产生的

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永远是不完整的……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

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是只能在连贯的言语中为人感觉到或猜度到。这一点

更能够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

只不过是经科学剖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Humboldt 1836[1988]：49；洪堡特 1999：

56-58）  

他理解环境的重要性，所主张的看法与现代构式方法不谋而合： 

“……具体要素的意义，……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而一旦我们把言语分析成单

个的要素，这种内容也就不复存在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词是通过它所出现的上

下文的联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Humboldt 1836[1988]：154；洪堡特 1999：205）  

Humboldt（1827）对古汉语的讨论非常有见地，即便放到今天也是毫不逊色的（比较

Swiggers 1986）。他在分析时参考了著名汉学家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

的研究，而且该作品还是写给雷慕莎的，但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洪堡特主张根据汉

语和其他非印欧语的自身特点进行分析，而不是把印欧语的范畴强加给它们，因为他认为语

法范畴是取决于具体语言的，语言之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类似的范畴。正如 Joseph（1999：

103）所指出的，“洪堡特一再强调，如若在分析非西方语言时使用西方的语法范畴，以及把

翻译作为分析的基础，那么我们将无法看到这些语言的真相。”遗憾的是，这些错误的做法

在今天依然盛行。由于洪堡特没有死抱着西方的语法范畴，所以能够认识到汉语没有表现出

印欧语的语法关系，以及没有固定的词类；他指出，词语的功能必须通过其出现的环境来决

定——这些事实之后将被再次独立发现。7洪堡特意识到，交流须在语言形式之外进行推测，

语言在使用强制黏着形态对推测进行制约的程度上有所不同（LaPolla 2003、2015 独立提出

了与此类似的观点），而古汉语是一种较多依赖推测的语言（比较 Serruys 1981；王力 1985；

王克仲 1986；Herforth 1987 的类似观点），但这并不对交流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他提到汉

语“卓越之处”的部分原因，因为汉语在表达想法时直截了当、简明扼要（类似于数学公式）。

当然汉语也有标志词（particles），在作者需要时可以用来制约对词语之间关系的理解。他还

认识到成语在这门语言中扮演的角色。 

                                                        
7 试比较：黎锦熙（1924、1953）认为汉语没有词类，词只在特定句子中才有功能；LaPolla（2013）

认为，应该采用构式法来解决普通话中的词类问题。此外，LaPolla（1993）讨论了普通话中的语法关系的

问题，可以参考。 



 

2. 乔格·冯·德·甲柏连孜（1840-1893） 

 

甲柏连孜是洪堡特和海曼·石坦达尔（Hermann Steinthal）的追随者。与洪堡特一样，

他认为语言展示了说话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它代表了一个民族如何思维的概念整体，是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的最直接和简洁的表达，包括事物整体被思考的形式、秩序和关系

等。”（von der Gabelentz 1891[1901]：76）。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动态现象，语言历史的动因是

在“追求舒适”（Bequemlichkeitstrieb）和“追求明细”（Deutlichkeitstrieb）之间达成平衡。

这带来的结果是得失交替的循环，即从孤立语到融合语（fusional），再回到孤立语，他把这

个过程比作螺旋（von der Gabelentz 1891[1901]：251）。8他也因其比较研究被看作类型学的

奠基人，也正是他创造了“类型学”一词。他有时也被看作是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因为他把

语言看作一个系统：“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系统，其中所有部分都有机关联，协同作用。”（von 

der Gabelentz 1891[1901]：481；甲柏连孜 2020：245）然而，他的做法与后来的结构主义者

并不相同。例如，他写了一本古汉语的参考语法（Gabelentz 1881；甲柏连孜 2015），认为汉

语词类只能通过使用来判断（这一点和洪堡特一样）。9甲柏连孜还发展了与语法主语和谓语

不同的“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概念，这些概念后来发展为话题-述题（topic-comment）

和主位-述位（theme-rheme）概念。他还预示了 Halliday（1994）的聚合（相对于组合）语法

概念，以及我自己的关于溯因推理在交流中的角色的观点（LaPolla 2015），因为他支持语法

同义（grammatical synonymy）概念：你无法完全理解某人所说或所写的内容，除非你知道

他放弃了哪些其他同义的说法，以及他为何做出如此选择（von der Gabelentz 1881：353-354）。 

 

3. 弗朗茨·博阿斯（1858-1942） 

  

博阿斯是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由于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他移民到了北美。

一开始，他在加拿大为偏远地区绘图，从那时开始，他迷上了那里的原住民（伊努伊特人；

1883-84）文化，转而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他于 1887 年搬到美国，从 1897 年开始在

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教。他被认为是现代专业人类学和民族学之父。他将

人类学划分为四个领域：文化（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物理（生物）、语言和考古研究。 

博阿斯主张，语言和文化（心理）分析须基于从田野调查实地收集来的语料，因为他认

为文化和思维方式要通过自然语料得到揭示（比较洪堡特对“连续语篇”的要求）。博阿斯

强调“本土视角（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的重要性，因为每种语言的世界观都是独一无二

的，所有语言都因其不同的世界观而具有同等价值。正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进而主张分析

美洲语言时要根据其自身特点，而非套用印欧语的范畴，此外要采用基于真实语料的归纳方

法（Boas 1911）——这仍然是今天语言记录的主要方法。现在所说的“博阿斯三部”（参考

语法、长篇语料集和词典；由洪堡特首倡）也成了语言记录的标准做法。 

 

4. 为什么博阿斯和萨丕尔会提出语言平等的观点？ 

 

19 世纪早期类型学方面的努力启发了一批类型学家（如 Burnouf 1825；Steinthal 1850、

1860；Renan 1858；Gobineau 1854-1855；Beames 1868），他们不仅根据形态多寡来给语言分

                                                        
8 Humboldt（1827）和 Gabelentz（1891[1901]）都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法化。 
9 Bisang（2013）对《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的理论结构和见解作了有趣的讨论，可以

参见。这部作品（《汉文经纬》）没有英译本，但有姚小平的中译本（2015 年）。另外，柏寒夕（2013）的

博士论文、李保平（2010）硕士论文研究了此书。 



类，而且还根据他们提出的演化程度加入了价值判断，即：语言在演化之梯上处于不同阶段，

这反映说话者的文化和智力水平。汉语和其他“单音节”语言几乎没有屈折和融合形态，表

面上看对应着初级的、演化程度较低的思维方式，因此被认为处于 Steinthal 的语言演化之梯

的最低层。10但是如上所述，博阿斯认为所有语言都有同等价值；Sapir（1921：第 10 章）也

反对把文化发展和语言结构关联起来： 

“企图把语言形态的某种类型和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联系起来，总是徒然的。说实

在的，这种联系起来是说废话。……在文明进化的任何水平上都有形形色色的单纯类型

和复杂类型的语言。就语言形式说，柏拉图和马其顿的牧猪奴是同伙，孔夫子和阿萨姆

的猎取人头的野人是同行。”（萨丕尔 1985：196） 

Sapir（1921：第 11 章）认为，语言不同但都有价值，就像艺术作品的媒介不同一样；

不同的材料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语言是文学的媒介，就像大理石、青铜、黏土是雕塑家的材料。每一种语言都有

它鲜明的特点，所以一种文学的内在的形式限制——和可能性——从来不会和另一种文

学完全一样。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 

（萨丕尔 1985：199） 

 

5. 萨丕尔、沃尔夫对语言、认知的认识 

 

像洪堡特、甲柏连孜和博阿斯一样，萨丕尔和沃尔夫认为每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

世界观，即一种理解现实的方式。也就是说，语言反映了说话者的认知范畴（即萨丕尔在下

面引文中提到的“民族的语言习惯”）。 

“人类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活

动世界中，而是生活在已成为该社会表达中介的具体语言的掌控之中。认为无须使用语

言就能适应现实，认为语言不过是交流和反省问题的次要手段，这些都是无根据的幻想。

事实是，‘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建构于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之上……我们

之所以有现在的这些视觉、听觉及其他经验感受，都是因为我们所在社会的语言习惯预

设了某些理解方式。”（Sapir 1929[1949]：162；萨丕尔 2011：97-98） 

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的世界观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中，当儿童学习语言时，他们也学到了

该语言中的范畴和世界观。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已故的梅丽莎·鲍

尔曼（Melissa Bowerman）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语言影响着范畴的发展（如 Bowerman 2004、

2007；Bowerman & Choi 2003）。例如，Bowerman 和 Choi（2003）展示了韩国儿童在学习韩

语过程中学得其空间概念的过程，他们认为这就好比音位类别的发展：最初，孩子可以做出

许多区分，但后来只能区分语言中存在的模式。正如沃尔夫所解释的，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

现象，只是我们对世界经验做了不同的理解和分类： 

“……语言将经验组织起来。我们倾向于把语言简单地当成一种表达的技术，而没

有认识到，语言首先是对流涌的感性经验的分类和组织，它产生出某种世界秩序。运用

特定的符号象征方式，一种语言很容易将世界的某个部分表达出来。换言之，语言与科

学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虽然语言不像科学那样精致，却比科学涉及更宽广的范围，显

                                                        
10 洪堡特有时被不公正地指责为“种族歧视者（racist）”（如 Aarsleff 1988）或“种族主义者

（racialist）”（如 Harris & Taylor 1997），但是 Joseph（1999）驳斥了这种说法。洪堡特其实很早就主张公

正对待犹太人，也发表了大量关于汉语“卓越之处”的言论，如 Humboldt（1827）和 Humboldt

（1836[1988]：230-31）。他认为，汉语不是一种原始语言，而是具有“适合智力水平最高发展的形式”

（Humboldt 1827：302；原文所引英译来自 Joseph 1999：138）。洪堡特也是主张将另一种亚洲语言梵语视

为隶属于印欧语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姐妹语言的学者之一（这是早期印欧语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话

题），并主张梵语在文学和文化方面具有与其他语言一样的价值。 



示出更多样的能力。”（Whorf 1956：55；沃尔夫 2001：23） 

 

6. 新语法学派（19 世纪末） 

 

这里简要评论一下新语法学派，一方面是为了讨论的完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些浪漫

主义者（如格林兄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新语法学派学者，而一些新语法学派学者（如索绪

尔和布隆菲尔德）又成为了著名的结构主义者。新语法学派主要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比较

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他们提出了“新语法学派假说”，即所有语音变化都有规律（规则支配，

没有例外）。这种提出可证伪假说的做法，是使语言学变成科学的早期尝试。他们认为语音

层面具有相对于句法和语义的自主性，并且将其视为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可观察的）。他

们没有把语言看作一个系统，而是看作个人言语中的可观察物。根据 Weinreich, Labov & 

Herzog（1968）的说法，这就产生了语言具有同质性的观点，这种被后来结构主义方法认同

的观点其实存在问题。 

 

7. 结构主义（19 世纪末至今） 

 

结构主义与新语法学派的区别在于，他们把语言看作一个系统：un système où tout se tient

（“一个所有（部分）互相牵制的系统”），并且被认为主要是在研究语言的所谓静止状态，

而不是采取一种历时或动态的视角。如上所述，尽管一些新语法学派学者成为重要的结构主

义者，但在这两个方面都与新语法学派的“原子主义”和历史关注形成对立。 

结构主义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来自欧洲的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他主张

（Saussure 1916）语言学属于符号学（semiology/semiotics）即符号研究的一部分，是一门研

究语言系统的科学。他将语言区分为语言（langue，即说话者心中的系统）和言语（parole，

实际说出的言辞）。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自主的同质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其系统和意义不

受社会、心理和语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点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

当时并非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认同。对索绪尔来说，范畴不是由实体定义的，而只是由关系

定义的，而且必须是离散的。他还将语言系统从时间中分离出来（比较：Hopper 1992；Auer 

2009；Auer et al. 1999 试图将时间重新纳入考虑范围）。 

在美国，布隆菲尔德（1887-1949）认为（Bloomfield 1933），口头表达的所有相关方面

都可以基于严格的形式标准来掌握，即通过发音和感知区别确定其部分，根据可能出现的环

境确定其分类——这就是之后大家熟知的“分布主义”和“积木式”概念，如前所述是洪堡

特所反对的做法。有一段时间，美国结构主义者甚至试图忽略意义，即便谈到了意义，也抱

着一种从未被提出讨论过但普遍存在的假设，即交流是一种编码-解码过程，话语的意义全

都在所使用的词语和结构当中。这种假设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局限于书面语言。它们严

重地阻碍了 20 世纪的语言学工作。 

正如 Noonan（1999）所指出的，结构主义存在很多问题：11 

a. 范畴根据关系而非实体来定义；  

                                                        
11 如上所述，并非所有结构主义者都赞同索绪尔和布隆菲尔德的这些存在问题的观点，例如伦敦学

派（弗斯，1890-1960，及其学生，特别是韩礼德，1925-2018）和布拉格学派（雅柯布森，1896-1982，他

创造了“结构主义”一词；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马泰休斯，1892-1945，卡尔采夫斯基，1884-

1955，特伦卡，1895-1984，马丁内，1908-1999，瓦赫克，1909-1996）。伦敦学派认识到意义依赖于环

境，因此主张对整个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另外与现代观点很像的是，他们认为语言是多重互动系统，而非

单一系统。布拉格学派没有严格区分共时和历时，而是强调意义的重要性。他们也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开

端，因为他们强调语言在交际中的功能（例如 Jakobson 1960 讨论了语言的功能，这与索绪尔的自主原则

背道而驰，但与洪堡特的想法如出一辙，即我们需要考虑到整个交际行为）。他们还将甲柏连孜关于心理

主语和心理谓语的观点发展为“主位-述位”结构，从而引发出现在的信息结构理论。 



b. 拘泥于离散范畴；  

c. 不能充分地处理语言的变异； 

d. 无法在动态和时间框架内处理语言； 

e. 在处理语言变化问题上存在困难； 

f. 区分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知识。  

Weinreich et al.（1968）也批评了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具有同质性的观点，主张将语言视

为异质的，他们指出：“掌握了异质的语言结构，并不就成了多方言主义（multidialectism），

或只是‘单纯’的表现问题，而正是单语语言能力的一部分。”（Weinreich et al. 1968：101）。 

 

8. 我的立场  

 

认为“语言学是对语言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对交流的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交

流行为的研究，对语言学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忽视了整个交流过程以及所有其他因素（如

忽视了交流的认知基础，即在意义创造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忽视了除手语之外的非语言交

流），12使得语言学成为象牙塔，好像只有构建理论与它有关，其他什么都与它无关，这导致

语言学博士很难在学术圈之外找到工作。 

现代语言学并不是从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者开始的，但确实是那会语言学家开始把语言结

构从其使用中剥离出来（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除外），如此一来，交流行为（语言使用只

是其中的一部分）和交流中使用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乔姆斯基在这方面最为

极端，完全否认了交流与语言结构的关系。事实上，乔姆斯基比早期的许多结构主义者如霍

凯特（Hockett 1968、1977）都更结构主义，因为他不仅将结构从使用中剥离出来，还提出

了没有实证基础的假设，即存在一个严格的、封闭的语言系统。Hockett（1967[1977]：256）

在其学术生涯即将结束时说：“除了我们所讨论的因素和机制所暗示的设计之外，语言没有

设计。试图寻找一个可以精确描述一门语言的确切而固定的形式系统，只会白费心机，因为

一种语言既不是也不反映任何这样的系统。一种语言并不像索绪尔所想的那样，是一个‘所

有（部分）互相牵制（où tout se tient）’的系统，而是如萨丕尔所说的那样‘所有语法都会

泄漏（all grammars leak）’。”  

此外，还有其他学者指出了结构主义特别是乔姆斯基假设的问题，但都被忽视或诋毁了： 

德怀特·鲍林格（Dwight Bolinger，如 Bolinger 1961、1976）提出了类似于图式/构式的

东西，称之为“习语”，以及图式的组合，称之为“句法混合”（可以形成新的句法结构），

并试图表明“习语的痕迹渗透了整个语法系统”（1961：366）——这种看法领先于他的时代。

他反对纯粹的语法生成观，认为语法的使用，部分是创造的，部分是记忆的：“目前，我们

无法判断像 I went home 这样的句子有多少是发明的，有多少是重复过去，因为在此之前已

有无数说话者说过它并把它完整地传递给了我们。语法到底是场合适合时说话者从中‘生出’

（即来源）结构的东西，还是从预先建立好的清单中‘取出’结构的东西？……也许，这两

个方面都有……”（1961：381）这方面的一个推论是：词汇、形态和句法之间没有明确的界

限，因为它们形成了广泛用法和特定用法（即它们的固定程度）的连续性（见 Bolinger 1976：

3；比较 Langacker 1987）。 

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的《语言迷思》（1981，The Language Myth，Duckworth, London

出版）。 哈里斯把那种认为语言的功能是将思想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工具的想法称为 

“思想传递谬误（telementational fallacy）”（比较 Reddy 1979 的“传导隐喻”），把那种认为

                                                        
12 我认为，交流不是编码和解码，而是一个人做某事，抱着让另一个人推测其做该事的意图，之后

另一个人推测出了他的意图。这是人类使用溯因推测来创造意义的本能反应，各种知识（包括但不限于使

用语言形式的经验）都参与了对理解过程的制约。这一观点的概要可参 LaPolla（2015）。 



语言的机制是形式具有不变意义的想法称为“确定谬误（determinacy fallacy）”（或“固定代

码谬误（fixed code fallacy）”）他说：“这种语言迷思假设，语言是一套有限的规则，可以产

生无限的配对，一方面是声音序列或书面字符序列，另一方面是意义；正是这种规则的知识

把个体结合成语言社区，能够按照由这些规则决定的预先安排来相互交换思想。”（Harris 

1981：11）。正如哈里斯在书中表明的那样，语言使用事实上不是确定的，也不是统一的；

哈里斯转而主张的“整合主义”语言学，承认交流经验的所有方面的全时性（cotemporality，

即把同时发生的所有交际行为放在一起讨论）。“……语言行为在整合到经验序列之中时，相

对于非语言行为没有什么特别。”（Harris 1981：156）  

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发表的论文中，我与马丁·哈斯普马特（Martin Haspelmath）和马

修·卓尔（Matthew Dryer）进行了争论，主张不光要看句法结构的表面，还要看它们背后的

所以然。他们坚持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如区分语言和言语，并将结构看作是自主的。13在那

场争论中，我谈到了小句结构背后的原则，如信息结构和语法语气的标记。但除此之外，我

们还应该关注词语和模式如何反映说话者对世界的理解，这是早期的语言类型学家实践过

的，也是目前的认知语言学家如莱拉·博格迪特斯基（Lera Boroditsky，如 2001、2011）所

倡导的。我们应该把语言视为我们称之为交流的合作活动的一部分，正如洪堡特和目前的互

动语言学所主张的那样；而在研究结构时，应该考虑整个环境，正如洪堡特和目前的极点构

式语法所实践的那样（如 Croft 2001、2013）。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须要看说话者在哪些语义领域会强制制约预测（如英语和德语强制

性地标记时态，而汉语没有），看他们如此制约的程度（如英语区分 She sings 和 She is singing，

但德语只有 Sie singt），以及在制约时使用了哪些具体的形态句法手段。比如说，汉语中有

例（1a）那样的句子，对谁在洗头没有显性的约束，而英语例（1b）需要在名词 hair 前加一

个属有饰词，而日旺语的例（1c）会使用动词反身/中动后缀来制约对谁的头发被洗的理解，

以此达到与英语例子一样的效果，只不过使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形态句法手段，代表了对所

描述情况的不同理解（来自 LaPolla 2015：42，更多讨论和例子见该论文）。14 

（1） a. 他在洗头发。 

b. He is washing his hair. 15 

c. àng   nı̄   zv́l-shı̀-ē.  

3SG  头发 洗-R/M-NPAST  

“他正在洗他/她的头发。”  

还有一种类似且同样有用的方法，是 Heine（1993、1994、1997a/b；Heine & Claudi 1986、

Heine & Kuteva 2001）讨论了表达比较构式、属有构式和助动构式的不同模式的语法化背后

的认知隐喻（事件图式、来源图式）。这些事件图式代表了针对事态的概念化方式，并导致

了特定类型的语法化。例如，说话者是否将一个比较情形（Heine 1997a）视为动作（超过）

图式、位置图式、来源图式、目标图式、是非图式（Polarity schema）、序列图式、相似图式

或话题图式，这将决定它们用什么样的结构来表达这种情形。即使在各种汉语类型中，我们

也能发现这方面的差异。例如，古汉语既有位置图式（例 2a；在许多汉藏语言中都发现了这

种类型），也有典型的话题图式（例 2b）；南方方言（以及邻近的非汉语语言）的结构往往是

                                                        
13 他们尽管接受结构主义关于语言/能力和言语/表现的区分，但认为重要的是言语，而语言可以被忽

略；这与乔姆斯基不同，因为他认为语言才是重要的，而言语可以被忽略。 
14 例子中使用的标记符：CL 表示分类词（classifier）；LOC 表示方位动词或介词（locative verb or 

adposition）；NPAST 表示非过去式标记（non-past marker）；POSS 表示属有标记（possessive marker）；PN

表示人名（personal name）；R/M 表示反身/中动语态标记（reflexive/middle voice marker）；SG 表示单数

（singular）。 
15 需要注意，相对汉语和日旺语，英语更多地制约对第三人称所指的推测，因为它区分了性别和生

命度。 



动作（超过）图式（例 2c，来自 Ansaldo 2010：925）；而北方方言则表现出一种与古汉语不

同的话题图式（例 2d；比较 Tsao 1989）。 

（2） a. 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孟子·梁惠王上》） 

b. 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孟子·公孙丑》） 

c. 佢快过我。 

d. 他比我快！！！（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9K7fOCNAc） 

属有概念也可以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比如普通话体现为话题图式（3a）、藏文体现为目

标图式（3b），羌语体现为属格图式（3c）或动作图式（3d））——取决于被占有的对象在物

理上是可让渡还是不可让渡的。 

（3） a. 我有一双小毛驴（https://www.storm.mg/article/552452） 

b. rgyal-po-la          ralgri  yod（Beyer 1992：269） 

国王-GENDER-LOC 剑     存在  

“国王有一把剑”（逐字翻译：“对/在国王一把剑存在”） 

c. qɑ-dʑoqu-ji-tuɑ  wa（LaPolla with Huang 2003：97） 

1SG-腿-两-CL  存在  

“我有两条腿”（逐字翻译：“我的两个腿存在。”） 

d. khumtsi  tutʂ  ɣʐə-zi   ʐi-ʐ。（LaPolla with Huang 2003：98） 

PN      弟弟 四-CL  存在-CAUSATIVE  

“Khumtsi 有四个弟弟。”（一种及物致使小句，属有者是施动者，被属有者

是受动者）  

我们也可以从词汇上来比较说话者是如何划分世界的。例如，英语用一个单词 new 来

表示“全新的”和“对所有者来说是新的”，而法语会使用两个不同的词：neuf 表示“全新

的”，nouveau 表示“对所有者来说是新的（不一定是新造的）”。再比如，英语 have 可以表

示属有和临时方位，例如 I have a pen（=我拥有一支笔）和 Do you have my pen？（笔并非

归他所有，而只是临时在他手里），而普通话的“有”只表示所有权（4a），不包括临时方位，

后者由方位构式来表达（4b）。 

（4） a. 我有一支笔（http://www.sohu.com/a/218824469_100009835） 

b. 我的笔在你那儿吗？（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0061914.html） 

我的主要观点是，语言学的目标不应该是抽象地理解语言形式，仿佛它们是某种特殊的

东西，但事实上它们只是交流中的一种行为方式；我们应该去理解人类心智如何创造意义，

它理解世界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以及这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简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

追根溯源、鉴古知今来使类型学更加现代化、更具实证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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